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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劝善书，简称“善书”。通常是指被放在寺庙、车站、甚至医院和街角，免费供人取阅

      的小册子。其内容多以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主。由于善书把礼教规范和宗教伦礼通

      俗化，将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有助于统治阶级教化民众 、匡正世

      风。本文在系统志考察善书的历史演化与流通普及的基础上，剖析了隐藏其中的教化意蕴：

      全方位的社会道德规范；针对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的民众心理因势利导；“忠教友悌，正己化

      人”；敬惜字纸以及生态伦礼教化。

          主题词：劝善书 教化意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因果报应 ；

    劝善书，简称“善书”。通常是指被放在寺庙、车站、甚至医院和街角，免费供人取阅的小

册子，其内容多以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主。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对善书颇有研究，他

认为善书是“为劝善惩恶而记录民众道德及有关事例、说话，在民间流通的通俗读物‘" ,“是一

种不论贵贱贫富，儒、佛、道三教共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由

于善书把礼教规范和宗教伦理通俗化，将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从而

有助于统治阶级教育民众、匡正世风。美国的包筠雅先生认为：“善书，至少是清初的善书，

为精英和平民关系的出现提供了会聚之所：对超自然报应的信仰成为教导和传播某种价值

观和习惯的工具，而这些价值观和习惯能够加强支持精英控制的社会秩序。”〔“〕它将善书在

社会教化中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

善书的历史演化与流通普及

    早在先秦、汉代就有《语书》、《孝经》、《女戒》等具有劝善性质的伦理道德教化书。袁啸

波先生认为《语书》是善书的雏形，而秦汉之际问世的《孝经》则可以视为善书的鼻祖。〔“〕但

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成一家的道德教化作品― “劝善书”却正式形成于宋代，其中以“太上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课题《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研究》（DAAo 1 0 148）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课题主持人为黄书光教授。

酒井忠夫《中国善书内研究》旧 本东京弘文堂，196。年版，国书刊行会 1977年重刊，第 1、437页。
〔美〕包筠雅著，杜正贞、张林译：《功过格―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前言。
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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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篇”的问世为标志。《太上感应篇》以宣扬善恶报应思想为主旨，把道教的宗教伦理简化

成通俗、浅显的道德教条，作为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的规则，经由士大夫的传播，流通于广大

的基层社会里，成为庶民教育与民间信仰的重要宝典。更为重要的是，《太上感应篇》的广泛

流传得到了皇帝的极力提倡。这本书不仅有理宗皇帝为它题辞，还有宰相名臣为它作序，宋

真宗更慷慨赐钱刊刻，因而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宋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

的兴起，都使宋代的劝善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黄光大的《积善录》、李元纲的

《厚德录》、陈录的《善诱文》以及泰观的《劝善录》等。元代的善书不算很多，留存下来的主要

有吴亮的《忍经》和冯梦周的《续积善录》。明清是善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善书犹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有明末的《迪吉录》、《劝戒全书》、《文昌帝君阴鹭文》、《关圣帝君觉

世真经》以及著名的《了凡四训》等书。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末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善书形

式― 功过格。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指导人们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景。功过格就

人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以后可以得到多少个“功德分”；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一

旦冒犯了以后将会得到多少个“罪过扩 都详细列出来。例如：“亲病，始终小心侍奉，获痊。

三十功；亲病不小心医治，五十过。”〔4〕在此，功过格把伦理行为分数化，因此，与其他善书相

比，更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清代善书依然层出不穷：如有《愿体集》、《欲海回狂》、《不费钱功

德例》、《身世准绳》、《训俗遗规》以及《几希录》等。总之，经过明、清两代善书的大发展，善书

在民间广泛流行，以至于达到了“遍于州县，充于街衢”的流通程度。

    善书的蓬勃发展与广泛流通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在于认识了善书之“有益于世道

人心”的教化功能。如清代善书《流通善书说》一文非常精辟地阐释了善书流通的重要性：

        顾善之途不一，莫善于流通善书。何则？善书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万

    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万邑；可以劝一世，并可以劝千万世，非玲他端善举，第能限

    于一方、构于一时也。⋯⋯流通善书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匪浅。〔5〕
既然善书可以“化千万人”、“劝千万世”，从而感化人心，教化民众，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平，因

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宝。如凯萨玲 · 贝耳认为在个人道德自律

与促进社会公德方面，善书产生了显著作用：

        印刷善书这类的宗教作品似乎增加了文化的一致性，而非导致文化之多元化，因为

    善书提倡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必须一致，提供给民众一个参与社会道德活动的管道。

    ⋯⋯大量印制经书分发给民众，作为他们个人修身养性之用，以及促进社会公共道德或

    是社会流动，的确产生了很明显的作用。〔“〕

    其次，善书得以普及，从宗教发展趋向来说，是三教通俗化和民间化的结果。我国传统

文化发展到宋明以后，已经实现了儒释道的相互融合，这种合流对以后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的中国人可以说并没有特别严格而清楚的宗教信仰界限。儒释道

三教的融合首先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如唐玄宗曾亲自注释了三部书，儒家的《孝

    〔4〕《文昌帝君功过格 · 伦常第一》中（父母功格父母过格），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版，第 206页。

    〔5〕深山居士辑《暗室灯）)（前议＞第一章。
    〔6〕朱荣贵《南宋之善书与民众道德》，载黄俊杰等编：《东亚文化的探索》，台湾正中书局，1996年版，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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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佛教的《金刚经》和道教尊崇的《道德经》；宋孝宗认为儒、佛、道三教各有其功用，他在

《三教论》中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清朝的雍正皇帝

的论述与此如出一辙：“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然而，“三教合一”在民间只是一种

无意识的混杂观念。张新鹰教授曾对民间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认

为：

        真正形象地、彻底地表明了儒、道、释三家殊途同归的历史走向，造成了三家在理论

    和实际上的全面合流的，是下层 民众 出于现 实的宗教抚慰 需求而逐渐确立起 来的民间

    宗教信仰。⋯⋯站在这个角度上，民间宗教不是被‘正统夕宗教所指斥的‘歪门邪道夕，也

    不是被上流社会所蔑视的低俗迷信，而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形成过程中愈

    加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影。儒家的道德信条、道教的修炼

    方志、佛教的果报思想，在民间宗教那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通过别

    处，也通过民间宗教，展示了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格。民众对教派的区分并

    不感兴趣，在他们的观念中，神仙佛祖不分彼此亲疏，只要“灵验”，烧香磕头便是。〔7〕

三教的通俗化和民间化同样影射到善书。民间化是指善书的流通层面，善书不再仅仅是道

士、佛教徒布教的工具，而成为规劝人们行善积德的文本之一。内容既包括了儒家的忠孝节

义、道德内省和阴骘观念，也包含了佛家的因果报应及道教的积善销恶、承负之说。在流通

的过程中，也有道士、佛教徒、士人逐渐向普通民众及其他阶层推广；通俗化是它的表达形式

和传播方法。对晦涩难懂的文言进一步加以白话解说，或以原有内容为蓝本，改编成朗朗上
口的唱词，使老百姓易懂、易记，或摘引卷帙繁多的善书中词理显明者编成小册子。如在清

仲瑞五堂主人著的《几希录》自序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有心世道者，着为劝善惩恶诸说，如

《敬信录》、《宝善编》，以及《训俗遗规》、《修齐辑要》等书，不可枚举，诱掖奖劝，剀切详明，诚

可以发聋振聩矣！但卷帙繁多，恐阅者易生倦心；且多词句雅伤，宜于文人，而不便于流俗。

因将善书中所言修身齐家之事，择其词理显明者摘而录之，汇为一编，即稍解句读者无不开

卷了然。倘能随时随事触目警心，化其积习，庶伦无不察，身无不修，而此几希之心遂长存而

不去。姑无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即一种太和翔洽之气洋溢门庭，不亦人生之乐事哉！”〔”〕

    尤其是在清代，致力于解说《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

人特别多，他们或注义、或疏义，或注证，或图解。就连著名大儒惠栋也曾为《太上感应篇

笺》。如此重视善书，一方面是力图加大流通的力度。在促进善书通俗化的同时，也更加促

进了其民间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众对善书的迫切和渴望。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

中需要一种经过通俗化的改造并能够实际操作的伦理道德体系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第三，善书的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善人”的大力支持。善书的编纂者主要是生活在

民间的乡绅巨贾和学者文人，也有一些是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以个人捐资或集资的方式来

刊刻、印送善书，这种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故常被民众称为“善人”。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

会中，编辑、印送善书或与善人“交修共勉”往往被视为与施粥、施衣、施棺材等善举等同的积

张新鹰《台湾“新兴民间宗教”存在意义片论》，《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秋季号，第 4一9页。

《几希录 · 自序》，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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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修德的行为。如钱存训在《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援引叶德辉所说“积书与积阴

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另外，从事善书编辑、刻印与流通的善士都能得到

相应的功德。如在《文昌帝君功过格 ·劝化第五》中写到：“刻施一善书，百钱一功”,“得一善

人，交修共勉。一年无间，百功”,“编辑一济世善书。十功”。这种以功格的形式所形成的激

励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行善的积极性；也迎合了民众趋利避害、祈福攘灾的性格与因果

报应的信仰。如明初钱塘人汪静虚，“奉《感应篇》、《阴鸷文》，欲刻板广施，力薄未果，其子源

谨遵先志，募众捐资刻成，印施万部于人”，后来汪源母亲得享高寿〔”〕。在此，善书十分巧妙

地利用中国民众讲求实用的宗教心理。它一方面提倡人们致力于所有积德行善的事，另一

方面告知人们只要行善事，就“定有报偿”。这种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具体要求的方式，比纯理

性的道德宣教和恐吓威胁的宗教神力更容易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在他们看来，因果报应

的说教不再是空洞无物的口头支票。“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

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O〕。 ＿-                                                                                                                                                                                                                                                                                                                                                                    山一．
    第四，善书是世变ha 雨表。一般说来，人们之所以倡导某种道德理想，恰恰是因为现
                                                                                                                        丨

实与之背道而驰。世愈乱，人心日坏，善人为匡正世风或纂辑或重刊劝世著述，善书则愈见
流行。’以清代为例，清初因“民物滋丰，风俗敦朴”，长洲彭氏的慈善设施“犹未广”，但道光

                                                                                                                                                                                                                                                                                                                                                                                                                                              、

间，“人心日坏，民生日蹙”，潘功甫修己劝人，“刊布善书，广行施济”；及至咸丰时，“生民之祸

亟矣”，余治致力于善书和善戏的编撰：“为术愈广，立说愈卑。”〔”〕

善书中的道德教化意蕴

顾名思义，劝善惩恶是劝善书中的主旋律。那么，劝善书是如何施行伦理道德教化的

呢    ?

第一，全方位的社会道德规范

    作为民间的通俗伦理读本，善书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对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习惯作出规范，而且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提出不同的要求，也即针对不同的职业群体提出不

同的职业道德规范。而后者亦是善书区别于其他日常读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善书旨在劝戒

士、工、农、商恪守本分，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清人石成金著《功券》按照不同阶层，职

业分别罗列其功德：

        士人不费钱功德：

        尊重圣贤书籍，尽心启发生徒。不出入衙门，不书写词状，有关系事不轻言，不编造

    歌谣淫词。不昧心党护亲昵，不将圣贤言语作笑谈，不起人混名绰号。

        农家不费钱功德：

        耕种及时，不阻断路径，不抛弃五谷，不耕占无主坟墓，不侵夺邻田疆界，不私落主

    〔9〕潘成云辑《阴骘文注证》“印造经文”句引例，1925年佛学推行社印，第 39页。

    〔10〕《太上感应篇》，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4页。
    〔 11〕 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叶裕仁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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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种粮，不纵六畜残邻田禾苗，不阻塞邻田水道，耕牛老病不售屠人。

        百工不费钱功德：

        不妄费材料，不轻毁成物，不行厣魅法，不作淫功技，制造必求坚实，不撺哄人兴造，

    不传主家隐微 ，不因简慢辄生坏念，不捱延 日工 。

        商贾不费钱功德：

        不卖低假货物，不高抬市价，不用大戥小秤，不谋夺生理，不卖污秽肴撰。不欺童

    叟，人来买急需物货，不故意猜勒以图重财。不忌他人生意茂盛，彼此多方谗毁。［l2〕
石成金还编《自在歌》来劝戒人们只要安分，便会活得自在。歌词的内容如下：

        自在自在真自在，自在二字谁不爱？士农工商本份人，各宜辛勤莫懈怠。若是游手

    只好闲，自然饥寒家业败。量留工夫享自在，这等自在才不碍。不巴高，不学坏，不欠官

    粮不欠债。他人驴马我不骑，他人妻女我不爱。他人骄傲我不较，他人奢华我不赛。贪

    痴嫉妒尽消除，落得心中常自在。你怪我，我不怪；你辱我，我忍耐。且来唱我快活歌，

    这个自在真自在。t13〕
如果说士、工、农、商不费钱功德以及《自在歌》是善书用来劝勉广大老百姓的话，那么“立循

环簿查属员功过”则是对官吏的约束。官吏的行为是民众效仿的榜样，因此，加强对官吏的

劝戒，无疑对整个社会风俗的养成有重要的作用。如清代田文镜在职期间就曾采用“立循环

簿查属员功过”:

        功过格照得地方民生之起色全凭乎吏治，而稽查吏治之贤否全在乎功过，功过分

    明，则吏治之贤否不待考核而自见矣。本都院恭膺圣明简摧，由布政使荐至巡抚二年以

    来，无时无刻不以吏治民生为念，故于一切应行应禁之事，无不次第举行。各属因公谒

    见之下，又加谆谆劝勉，务期协力同心，共勒盛治。乃各属之勤慎自爱者固不乏员，而因

    循自弃者亦属不少，本应据事指参，以为不职之戒，但人圣贤，孰能无过？偶因一事之

    失，即令名挂弹章，亦属可怜。合先设立循环以稽功过，除印薄饬发外，为此牌仰该司道

    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转饬所属，将发去循环簿，各将任内记功记过次数开明：某年某

    月某日因某事如何施行，甚属可嘉，奉何衙门记功一次；某年某月某日因某事如何处置，

    甚属不合，奉何衙门记过一次。逐一填注，上盖印信。如此月无功无过，即注明并无功

    过字样。月终申送，循去环来。倘不据实填注，一经本都院查出，除将本官特记大过三

    次外，提玩忽经承究处，决不宽货。如积有大功三次、小功五次者，从优奖励；有大过三

    次·小过五次者，即行题参。〔，‘〕
在此，田文镜指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因为一次犯错误，就严加惩治的话，显然不太

合情理，不如设一循环簿逐日登记，一月检查一次功过。如果有以功赎罪的话，就给对方改

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循环簿的做法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重教化、轻惩罚的方

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12〕石成金《传家宝》三集卷一《功券》，道光十四年上海埽叶山房重镌本。
    〔13〕 〔清〕石成金《自在歌》，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113页。

    〔14〕〔立循环簿查属员功过〕，见〔清〕田文镜撰、张民服校点《抚豫宣化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164一
1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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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功过格的格式大致如下：

    某年 某月

    初 一 日功 过

    初 三 日功 过

    初 五 日功 过

    初 七 日功 过

    初 九 日功 过

    十一 日功 过

    十三 日功 过

    十五 日功 过

    十七 日功 过

    十九 日功 过 －

    廿一 日功 述

    廿三 日功 过

    廿五 日功 过

    廿七 日功 过

    廿九 日功 过

    本 月共功 共过

    以上本 月照除共积

初 二 日功

初 四 日功

初 六 日功

初 八 日功

初 十 日功

十二 日功

十 四 日功

十 六 日功

十八 日功

廿 日功 ＿

廿二 日功

廿 四 日功

廿 六 日功

廿八 日功

三 十 日功

        准折下共

连前月共积〔’5〕

这种方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日记，所不同的是它仅记载每夭的功过而已。尽管这种方法简

洁明了，但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书、识字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记得

随身携带功过簿，有的人白天做过的事情，晚上就难免遗忘。为了保证当事人随时随地都做

出确切的记录，更为了让每一普通老百姓加人运用功过格来约束自己道德行为的行列。《文

昌帝君功过格》推出一种更方便的记录法，这就是投黄黑豆的方法。其法为：

        缝一布囊，长短宽窄，随意量裁，拴在腰间，共三，中层计功过，内层装大小黄豆，外

    层装大小黑豆。如有一功，即取内层小黑豆一颗，透入中层里；如有一过即取外层小黑

    豆一颗，投入中层里。有十功投一大黄豆，十过投一大黑豆。功过之多寡，照颗数加减。

    临睡时，将中层大小黄黑豆取出数之，算功过若干，即写在逐日功过册上。此操修秘法，

    亦简便良方。如此时时检点，处处遵行，有不知不觉，而日造乎高明之域者。不然，如行

    走路途，交接亲友，不能随带笔．墨，到晚交一日之功过，恐已忘大半矣。故设此法以记

    之 。〔16〕

尽管这种类似于道德日记的修炼方式看起来十分机械，但是由于这种善书将善、恶行为分数

化，更便于实际操作，因而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

    善书对社会各阶级人士，尤其是对官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自乾隆十七年至五十年累

〔巧〕《文昌帝君功过格》，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16〕《文昌帝君功过格》，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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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江浙作幕达三十四年之久的浙江萧山的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便提及到学习《感应

篇》的过程及其对人生的重大影响：

        余年十五，检败簏得先人旧遗《太上感应篇图释》半部。诵其词，绎其旨，考其事

    ··⋯旧 晓起盔洗讫，庄诵《感应篇》一过，方读他书。有一不善念起，辄用以自做。比在

    幕中，率以为常，凡治官文书，惟恐造孽，不敢不尽心竭力。从宦亦然，历五十年，幸不为

    大人君子所弃，盖得 力于经义者扰鲜 ，而得 力于《感应篇 》者居 多。故 因果之说 ，实足纠

    绳。〔17〕
在他看来，《感应篇》是比经义之书更切实可用，而起作用的真正原因便是其“因果之说”。

第二，针对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的民众心理因势利导

    《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可见，福善祸淫、因果报应是劝导百姓行善的基本依据。往后的劝善书中有如此

论述的很多，如《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第一句即为“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结尾语为：“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后必降之福。凶人语恶、

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后必降之祸。”那么，如何界定和区分“善”与“恶”呢？这在明代

袁黄的《了凡四训》中曾有明确的表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
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

私则为假。”劝人行善，说到底，不过是要求人人作到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罢了。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能识文断字的老百姓寥寥无几。他们不

可能也无暇关注现象背后的深层涵义，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似乎更关心与自己的

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实践。正是民众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人生态度为福善祸淫、因果报应

的思想的存在留下了极大的生存空间。一些嗅觉灵敏的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因果报应思想

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愚夫愚妇”可起到显著的教化作用。如明世宗就曾在《感

应篇序》指出：“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刑罚都不济事，惟感应（即因果报应）二字可似动其

为善去恶之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王法可以势力技巧而脱，鬼神不以富贵幽

隐而遗也”。由此可见，在改善民间风俗方面，因果报应是比礼教刑罚更具有威慑作用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果报思想成为民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信仰呢？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

无时不刻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的“神灵”。这种高高在上的神灵俯瞰着神州大地，他大公无私，

“神明鉴察，毫发不紊”〔’8〕。监察着五洲四海中的每个生命，监察着生命个体每时每刻的所

作所为。善书，一般都假托道教神仙的名义来监督人的善恶，让人们感受到神明的存在和力

量，以推动社会教化。正如《太上感应篇》中所说：“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

夺人算。⋯⋯又有三台背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如此这般，是因为善书作者看准民众趋利避害与敬畏鬼神之心理。我们知道，攘灾求福、

〔17〕 《双节堂庸划朴卷 2(（因果之说不可费》，第 38一39 页。

〔18〕《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5年版，第 9页。

216 一



劝善书中的教化意蕴―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祈求平安是民众最朴素的愿望，然而，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

不得不在神灵的威吓支配下进行，这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统治者教化百姓的惯用手段。

第三，“忠孝友悌，正己化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忠”、“孝”始终是社会教化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就劝善书所涉及的道

德规范而言，“忠”、“孝”依然是最为根本的。卿希泰先生说：“忠孝之道是各色劝善书不惜笔

墨提倡的，各种道德义务和善行中忠孝居首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个家庭的有序、稳固都与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休戚相关。因

此，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教化自然是善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善书认为孝为“人

间第一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孝者，百行之原，精而极之，可以参赞化育，故谓之第一

事。赤子离了母胎，在孩抱便知得，故谓之第一事。舍此一事，并无学问。舍此一事，并无功

业”[20〕。因而，行孝道便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业。在家“行孝道”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在社会上

更好地“行忠”。在《了兀四训 · 积善之方》中对此有很好的阐述：“何谓敬重尊长？家之父

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当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爱婉容，

柔声下气，习以成性，便是和气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谓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

毋谓君不见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关阴德。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

绵远而昌盛者。”在此，他很自然把忠孝观念与果报、承负思想糅合在一起，认为只要自己积

“敬重尊长”之德，子孙便会享“绵远而昌盛”之福。善书这种把因果报应、子孙承负机制引人

道德劝戒体系，使道德行为的养成不再仅仅是“绅士、官吏”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民众只

要努力便能达到的层次。在普通民众的眼里，以往空洞的道德说教无异于“海底之月”，可望

而不可及。善书这种积善积福之说无疑开启了民众接受教化的兴趣和愿望。这一点是其他

日常读物所不及的。

    善书不仅要求人们加强自身修养，正确处理好自己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更积极鼓励

人们在“正己”的同时不要忘了“化人”。大多善书认为，劝化、规诫别人同样是在行善积德。

        讲演经教及诸善言，化谕于众，在席十人为一功，百人为十功。人数虽多，止五十

    功。［2l〕以文章诗词诫劝于众，一篇为一功。［22〕化人出财修诸功德，一贯为一功。［23〕劝

    化人改恶从善，一人为十善。［24〕化一顽徒，五十功。t25〕建义学，劝化一人。三十功。t26〕

善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而达到了“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万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

〔19〕 卿希泰《道教文化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0〕《文昌帝君劝孝文》，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37页。

〔21〕《太微仙君功过格 ·功格三十六条》，用事门。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 177页。

〔22〕《太微仙君功过格 · 功格三十六条》，用事门。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 177页。

〔23〕《太微仙君功过格 · 功格三十六条》，用事门。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 177页。

〔24〕《自知录 ·善门》，杂善类。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 189页。

〔25〕《文昌帝君功过格 · 文学第六》，为师功格。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 239页。

〔26〕《文昌帝君功过格·劝化第五》，善类功格。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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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邑；可以劝一世，并可以劝千万世”〔27J的效果。

第四，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是指对写有文字的纸张要持敬重、珍惜的态度，不能随便丢弃。这在现在看

来，多少有些令人非解，一些写满字的纸张，若不是什么重要的文件或稀见的文献资料，又有

什么珍藏价值呢？《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对此做了相应的解释：“且自一画开理数之源，五

千启道德之要。是以在上者赖字以治国，在下者守字以成家。刑政礼乐，非字不行；士农工

商，非字何借？盖敬字为集福之基，残字乃招殃之渐。”由此可见，之所以敬惜字纸不仅仅源

于人们对文字的崇拜，更看重的是文字的实用价值― 它是“成家治国”的根本。在中国古

代，通常由士绅倡办“惜字会、惜字社、惜字局”一类的社团向广大民众宣传敬惜字纸的思想。

这些机构最经常的活动是大量制作竹胎纸糊的字纸篓，派人分送各商家店铺、衙门会馆、公

私学校及寺庙道观，定时收取他们用完的废纸并加以妥善处理，或焚化，或置于河流，或深埋

土中。另外，处理字纸的态度要十分虔诚，切勿懈怠。据说有个叫“何思振”的人，文名藉藉，

友人两邀人惜字会，辞曰：“我素敬字，何以会为？’’其实不过偶见片纸只字检之，不甚钦重也。

后人场四次，俱被贴出，蹉跎四旬外，悔日：“得无不人惜字会之罚欤？”随买竹篓百余，凡书馆

中，科房中，付篓贮字纸，月终取焚。如是三年，人试竟完三场，联中经魁。〔28J

第五，生态伦理教化

    劝善书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化书，其中所述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调节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生

态伦理观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是平等的，倡导人们应该保护、关怀动、植物，这种思想显然

是受道教“贵生”思想的影响所致。

    在道教看来，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是平等的，所以，道教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又进一步扩

展到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重视，这样也就把对于人的生命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

形成了普遍的“贵生”的生命情怀。这种思想在善书中有所反映。如早在宋代泰观即在《劝

善录》提出“人与物同”的观平等观念：“贪生畏死，人与物同也；爱恋亲属，人与物同也；当杀

戮而痛苦，人与物同也。”不仅如此，还在于动植物同人一样具有灵性。如李昌龄注释《太上

感应篇》“用药杀树”时说：“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于空桑是也；又

有修行错路精神飞人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于人，

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据此，善

书认为伤害动植物是恶行，保护动植物是善行。如《太上感应篇》所列举的“射飞逐走，发蛰

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行为都属于恶行之

列。如《自知录》善门中认为：

        救有力报人之畜（如耕牛、乘马、家犬等），一命为二十善。救无力报人之畜（如猪、

〔27〕 《暗室灯》＜前议＞第一章。

〔28〕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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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鹅、鸭、獐、鹿等），一命为十善。救微畜（如鱼、雀等），一命为一善。救极微畜（如细

    鱼、虾、螺，乃至蝇、蚁、蚊、虻等），十命为一善。

当然，保护牲畜，最得力的措施莫过于禁止人为地杀戮了，尤其是杜绝以此为专门职业的人，

譬如渔夫、屠夫等。因此，善书劝戒人们：“见渔人、猎人、屠人等，好语劝其改业为三善。化

转一人为五十善。”[29〕
    所有这些，虽然是在神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对于今天保持生态平衡，保持可持续发展

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王有英，女，上海大学社科学院讲师。

〔29〕（明）诛宏《自知录）)’’善门”，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185页。


